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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党派中，有相当数量的成员既是民主
党派，又是共产党员，人们称之为“交叉党员”。
这一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民主人士入党有两次高峰

“交叉”现象的存在，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
一些民主党派成立时，一些共产党员就参与帮忙
成为领导或骨干，如民革中央的王昆仑、民盟的
胡愈之、民进的周建人等。他们在1949年后，纷
纷要求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另外，老一代民主
人士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很多人把入党
当作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

民主人士及著名科学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 50 年代后有两次高峰：一次是 1957 年前
后；一次是“文革”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前后。

第一次高峰的背景，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完

成，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入
党；二是反右斗争后，部分民主人士觉得不管地
位多高，必须有政治保护色；三是共产党积极建
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吸收大知识分子入党。

1957 年，化学家侯德榜、唐敖庆就入党了。
侯德榜既是著名化学家，又是民族资本家代表一
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他的入党影响
很大，他还出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随后，地质
学家、地质部长李四光，物理学家钱学森、周培
源，数学家苏步青也几乎同时入党。

周恩来说“都入党了没有意思”

1960 年 11 月 5 日，周恩来约请党外部长座
谈。当统战部平杰三副部长讲到有李四光、李德
全、侯德榜、陈其瑷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
七八位写了申请书时，周恩来说，“都入党了还
行？！那我们今天就变成开党代会了”。后来他

提出，都入党了，还有什么多党合作？要劝说老
代民主人士留在党外，说是“都入党了，没有意
思”。他对史良（民盟中央主席）说，党内有邓大
姐、蔡大姐（指蔡畅），再多你一个史大姐，作用也
一样；而党外有你一个史大姐，情况就不一样
了。因此，周恩来极力劝史良做一个“非党布尔
什维克”。1958年，茅以升、严济慈都想入党，也
被周恩来劝止。

“文革”之后，又出现了民主人士入党高峰。
1983年前以党外人士身份出任县、市政府领导的
人，到 1985、1986 年大约有 70%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这次高峰的背景是，有关部门提出解决知识
分子入党难的问题；老代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坚
持以共产党的事业为理想。

“交叉党员”一度在民主党派中占相当比
重。而“交叉党员”在政协、人大的议席都统计在
民主党派内。八届政协时2012名全国政协委员
中有“交叉党员”220名，在实际上改变了文件规
定的党内外比例，引起民主党派某些领导的不
满。

难挡民主人士的执著追求

为了保持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中共中央决
定，劝说一些民主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组织的
各级领导人，不要参加共产党。中央组织部、中
央统战部还下发过两个《意见》，但还是挡不住一
些老民主人士的执著追求。

民盟中央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彭迪先还曾
为入党的事找过杨尚昆哭诉：“留在党外，我能理
解，但家里人不理解，认为我历史上有问题，不然
怎么入不了党？”没有办法，就入吧。

还有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裴昌会，他是1947年3月攻占延安的军长。这位
曾经为蒋介石“雪耻复仇”的将军，也于1989年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汤元炳，在1997年逝世前申请入党，中央统战部
批准了其入党请示。

在这期间，先后加入中共的著名民主人士
有许德珩（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华罗庚（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
副主席）、严济慈（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有的民主人士生前留下
遗言，要求在身后追认为共产党员。这类追认
多了，在党内外都造成不良影响。中央组织部
于是表示，在控制民主党派负责人入党的同时，
对一般情况下，正常逝世的党外人士，不要追认
为中共党员。

（摘自《新周报》）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进入全新阶段。在一众传播者中，戴季陶赢得了
陈独秀等人的赞赏。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
际，戴季陶临阵退缩了。戴季陶退出中共建党工
作的关键原因是，他反对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既赞赏又排斥的矛盾态度，使
得他与人民渐行渐远。其后，他发表的《国民革命
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为国民党反共奠定了理
论基础，最终沦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
底”的国民党人。戴季陶所构建出的一整套反共
理论，在现实中屡屡受挫。1949年2月，眼看共产
党即将取得最终的胜利，陷入理论和人生双重迷
茫的戴季陶，用70粒烈性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
命。

历史证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需要巨大的
勇气乃至牺牲。在建党后的28年里，无数革命先
烈为坚守信仰献出了生命。据统计，新中国成立
之初，全国有名可查及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烈
士有370多万人。

但是，也有人背弃了信仰。
譬如周佛海，他曾留学日本并考取了京都帝

国大学。回国后，精通日语和日本政情的周佛海
应邀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以及广东大学教
授。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治投机分子的本
性暴露无遗。出于对金钱、权势的崇拜，周佛海很
难保持对政治信仰或组织的忠诚。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李达。1923年，李达因与陈独秀在国共
合作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而脱党。但是，他脱党
不改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即使在
白色恐怖中，也依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
宣传。

古往今来，许多社会革命的组织者可以较为
准确地把握“依靠谁”的问题。例如，围绕人口占
绝对优势的农民最关心的土地分配，洋溢着“均
田”精神的社会动员口号推陈出新。但是，这些土
地纲领往往停留在文本层面。只有中共“耕者有
其田”的主张一以贯之，据此形成的土地政策逐步
得到落实。这是中共获得广泛支持的一个重要原

因。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共不仅清晰地认识到“依
靠谁”的问题，还能很好地处理“为了谁”“我是谁”
的问题。

举例来看，洪秀全准确把握了“依靠谁”这个
问题。太平天国无论是动员口号，还是以天王法
令形式公布的《天朝田亩制度》，都贯穿着“均平”
的思想。然而，在建立政权后，太平天国不可抑制
地趋向封建化。以洪秀全为首的群体摇身一变成
了权贵，政权内部产生严重裂痕。

又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
权”，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中进

行了明确表达。然而，阶级的局限性，使得这个土
地纲领的理论适用范围甚至没有超出城市。孙中
山的主张没能真正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这
也是他所领导的革命屡屡受挫的深层次原因所
在。

再来看汪精卫。1904年，汪精卫赴日留学期
间加入了革命派队列。1910年，他赴京刺杀摄政
王，入狱后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
句。辛亥革命后，汪精卫先后参加护法运动和国
民党的改组。

然而，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在孙中山逝世后逐

渐公开化。1926年3月，由于
在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中失
利，汪精卫被迫辞职出走。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
府成立。革命资历远逊于汪
精卫的蒋介石，通过投靠帝国
主义和封建势力得以上位。
这导致汪精卫的心理严重失
衡。于是，他如法炮制发动

“七一五”政变，不仅投靠帝国
主义，还将屠刀挥向共产党和
工农群众。此后，背弃人民的
汪精卫一步步沦为叛国巨
奸。究其原因，汪精卫始终无
法领悟民主革命“为了谁”的
真谛，从而迷失在对权力的追
逐中。

反观中共，早在苏区便着
眼于土地分配，实行“打土豪、
分田地”的政策，将“依靠谁”和

“为了谁”有机统一起来。更为
重要的是，面对民族危机的加
深，中共适时调整土地政策，实

施“减租减息”，为的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可见，中共对“我是谁”的理解是日趋深刻的，

在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基础上，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辛亥革命以来的形势表明，单一的反封建民
主革命并不能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从五四
运动开始，废约运动兴起，开启了近代反帝爱国运
动的新潮流。

诞生于这股浪潮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在践行
自身政治使命的同时，义无反顾地将民族解放大

任扛在肩上。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明
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目标。然而，面对利
益的巨大诱惑，国民党人的反帝决心却动摇了。
1927 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投身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怀抱，任其差遣。“九一八事
变”中，坐拥三军的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甚至
荒谬地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

表面上看，“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政府所进行
的经济内迁运动为中国保留了有生力量。但需要
看到的是，当时能够内迁的产业、文化设施以及民
众数量是有限的。而东北沦陷后，日本役使百万
劳工，并对煤铁等重要军工资源进行了杀鸡取卵
式的强取豪夺。蒋介石牺牲东北的人口、资源来
换取时间的做法，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战略上更
是值得推敲，也脱不了政客服务于金主的嫌疑。

同时，“攘外必先安内”还是削弱东北军的阴
谋。自跻身政界以来，蒋介石就惯用“借刀杀人”
的伎俩来打击异己。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张学
良的支持让蒋介石得以险胜。但战后，东北军也
一举成为国民党内的第二大军事派别，是蒋介石
所谓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

由于在实力和道义上都很难通过武力来解决
东北军，因而“借刀杀人”成为不二选择。迫使张
学良“不抵抗”并撤出东北，不仅使其声名狼藉，而
且撤到关内的东北军在数量上也出现了腰斩。从
结果上看，中国丢了东北，蒋介石却兵不血刃地解
决了东北军这个心头大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在“西安事变”中
的态度和抉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后，欢
欣雀跃的党员干部不在少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
员甚至认为应该杀死蒋介石。但对国内外政治形
势予以正确分析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派出周恩来从中斡旋。

总之，中共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因此，才能
在一次次艰难抉择中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人民群
众和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水到渠成的
必然结果。 （摘自《解放日报》）

提及拿破仑军事生涯末期的战役，人们最
熟悉的莫过于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和1815年的
滑铁卢之战，而在这两者之间还发生过一场拉
昂之战，法国皇帝拿破仑正是在此战后丢掉了
法国首都巴黎，并宣布退位。

未能实施的关键计划
1813年11月，莱比锡会战结束仅几周后，受

挫的拿破仑带领不到6万名士兵返回法国。12
月20日，反法联军兵分两路越过莱茵河，分别是
由施瓦岑贝格元帅率领的波西米亚军团，以及
布吕歇尔元帅率领的规模较小的西里西亚军
团。

两路联军的目标都是巴黎，但推进并不坚
决。敌人的犹豫和分兵，给了拿破仑喘息的机
会，他连续 4 次击败了布吕歇尔麾下的普鲁士
人和俄国人。不过施瓦岑贝格迅速渡过了塞
纳河，使得拿破仑不得不转而阻击波希米亚军
团。

1814年2月17日，率领5.5万人的拿破仑在
巴黎东南成功阻击了施瓦岑贝格，尽管后者的
军团有 12 万之众。两位联军元帅间发生了争
执：出于对拿破仑“习惯性”的畏惧，施瓦岑贝格
打算退过莱茵河，而布吕歇尔则坚决主张继续
前进。

发现联军动向后，拿破仑准备将敌人各个
击破。他本来准备绕行到施瓦岑贝格的右翼，
从后面打击他。实施侧翼包抄，是这位战争大
师所擅长的战场机动，如果立即实施，对反法联
军而言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拿破仑忽然改
变了主意，决心继续追击布吕歌尔，这是因为他
太重视巴黎了，而布吕歇尔这路军队对巴黎的
威胁更高。

马尔蒙在哪？
法军前卫部队于3月7日击败了布吕歇尔磨

下的一路俄军，而布吕歇尔则将主力部署到了
小城拉昂附近。拉昂对拿破仑十分重要，拿下
此地，便可以化解布吕歇尔对巴黎的威胁，还可
以一举切断两路敌人之间的交通线。

联军入境法国以来 ，面对拿破仑简直是闻
风则退，这让拿破仑又恢复了以往的极度自
信，他在 3 月 8 日竟然把自已并不雄厚的兵力
一分为二，自率 3.7 万人的主力取东北方向去
拉昂，而马尔蒙元帅率约 1 万人从西北方去拉
昂。拿破仑认定当面只有敌人的后卫部队，事
实上，布吕歇尔在拉昂有近 10 万大军和 600 门

火炮。
拿破仑在8日晚间开始进攻，浓雾笼罩了整

个战场，战至9日上午11时，雾气才开始散去，布
吕歇尔俯瞰战场，吃惊地发现当面的法军方阵
非常稀薄，他担心法军的主力将会从另一个方
向攻来。游骑兵也报告，有一支“强大的”法军
纵队正从西北面逼近。

布吕歇尔的反攻本已遏制住拿破仑的势
头，但很快又转为集中力量防守。因为布吕歇
尔对拿破仑的用兵困惑不解，他怀疑法军还存
在“第三路纵队”。

此时，拿破仑已派出好几波传令兵，要马
尔蒙加快步伐，但所有信使或被联军骑兵抓
获，或被追得落荒而逃。马尔蒙派出的信使，
也是如此。在此情况下，拿破仑只能假设马尔
蒙已经不远，因此继续加强对布吕歇尔右翼的
进攻，以诱使后者从左翼抽调支援部队，这样
一来，突然进攻敌人左翼的马尔蒙就大有希望
建功了。

但在下午15时后，马尔蒙先头部队才与布
吕歇尔军接触。布吕歇尔派出大规模骑兵迎战

“法军主力”，马尔蒙自知不敌，退却观望。由于
距离过远，加上风向的影响，拿破仑没有听到马
尔蒙方向的交战声。

联军夜袭的胜利
夜幕降临，布吕歇尔从抓获的俘虏口中，获

知了准确的信息。入夜时分，布吕歇尔派大军
偷袭了马尔蒙纵队。10日凌晨2时，拿破仑终于
得到了来自马尔蒙的战报，得知其损失了3500
多名士兵。一般的统帅会气馁，但拿破仑就是
拿破仑，他有了新的推断：假设布吕歇尔会以一
部兵力追击马尔蒙，那么留在拉昂的部队势必
变弱。

3月10日天亮后，兴奋的布吕歇尔下令全军
追击法国人，但很快发现拿破仑竟然保持了阵
型，还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布吕歇尔立即下
令采取守势，新的交战开始。

拿破仑观察着战场，发现布吕歇尔的主力
仍留在拉昂，而没有追击马尔蒙。他很清楚，
继续战斗下去已无意义了。法军的撒退从 18
时开始，而布吕歇尔也不愿在天黑后冒险展开
追击。听闻布吕歇尔取胜后 ，施瓦岑贝格也恢
复了进攻，拿破仑数次反击全都失败。3 月 31
日，马尔蒙在巴黎投降；6 天后，拿破仑宣布无
条件退位。

（摘自《军事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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